
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互构

———以人类学的时间研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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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人类学传统中，女性与非西方社会一样从空间和时间上被建构为男性中心的西方社会和现代
性的他者。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后殖民主义等思潮之外，女性主义也参与到了人类学对自身概念、理论

和书写路径等方面的反思之中。同时，人类学本身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去熟悉化的视角和态度以及民族志方

法也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从文化批评走向田野实践的机会。在此，以人类学的时间研究为中心，通过学术史的

梳理，可以展现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之间的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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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几十年中，女性主义人类学已经逐渐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对

于人类学而言，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加入不只是研究对象的扩展和新的研究视角的加入，女性主义人类学

还需要直面人类学理论在概念和方法上的不足，并直接参与到了人类学学科的自我反思之中，不过人类

学对于他者的研究也有助于女性主义从其他社会文化中汲取到在本土进行社会运动的有效资源。对于

女性主义和人类学的这种互构关系的理解无论对于理解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和女性主义的流变都有着重

要意义。时间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也在现代以来的女性他者化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

本文将以人类学的时间研究为中心，呈现人类学与女性主义的互构。

一　 人类学与女性主义

女性在人类学中的参与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Ｌｕｒｉｅ，１９６６），早期比较知名的女人类学家如艾尔
希·克鲁斯·帕森斯（Ｅｌｓｉｅ Ｃｌｅｗｓ Ｐａｒｓｏｎｓ）、露丝·本尼迪克特以及玛格丽特·米德等在人类学学科都
有相当的理论建树，她们的女性身份对田野和研究问题的选择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便利，在对田野中的女

性的关注之外，比如米德对于青春期的研究（２００６）以及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儿童抚养的关注
（１９９０）等也都带有女性的色彩。在具体的研究视角和观点上，她们也为后来的女性人类学做好了铺
垫，帕森斯提出不同的性别角色也许是由不同的文化造成的，米德则用性别和性别气质的区分将生物性

别和社会性别分开（Ｖｉｓｗｅｓｗａｒａｎ，１９９７）。虽然在研究范式包括概念、方法以及书写路径上她们的研究
并没有给当时的人类学学科带来多少挑战，但确实给人类学增添了一丝女性的色彩，她们在学科内外的

可见度也鼓励了更多女性参与人类学的研究，不过她们在人类学中的位置依然成为后来女性主义人类

学家认为女性在人类学中被歧视的证据（Ｌｅｗｉｎ，２００６）。
除了这些著名的女人类学家之外，在人类学中还有其他女性的参与，特别是那些人类学家的妻子，

虽然她们没有受过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但是她们随着自己的人类学家丈夫一起去到异域的田野，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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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可能遭遇到与丈夫一样的文化震撼，甚至协助丈夫进行那些男性人类学者不方便进入的田野，她

们中的一部分写下了带有女性感性色彩的甚至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民族志”，但在当时只是被当做

“回忆录”或“小说”。不过这些当时看起来与经典民族志差之甚远的作品却给后来对民族志书写的反

思和探索留下很多启示和范例（Ｔｅｄｌｏｃｋ，１９９５）。
不过从整体上看，女性在现代人类学早期还是处于缺席和沉默的状态。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女

性，还是人类学概念和理论中的女性视角都处在人类学学科的边缘甚至是缺席。女性主义人类学早期

一位重要的男性学者埃德温·阿登纳（Ｅｄｗｉｎ Ａｒｄｅｎｅｒ）提出女性是保持相对沉默的“无言群体”的最重
要组成，她们因与权力集团或者说男性的世界观不同，而在发言权上受到限制，人类学也不例外，所有人

类学家要么是男性要么受到男性偏见训练，都是男权文化的产物（巴纳德，２００６）。
１９６０年代的社会运动推动了女性主义开始与人类学结合，这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转向有关。女性

主义从第一波在政治等领域争取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发展到从文化和哲学等领域思考社会对性别差异的

建构，在这方面人类学不仅可以提供经验材料，同时也提供给女性主义新的方法和视角。人类学家通过

对不同社会的描述和分析去探究和呈现不同社会人群的文化多样性，希冀最终达到文化的相互理解。

由此形成的文化相对主义态度和观点的应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对当下的世界社会和政治秩

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文化人类学在客观主义、田野方法、伦理、文本书写等方面都引起了学科内

外的质疑和反思，但是这一学科本身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去熟悉化的方法和视角依然被女性主义等诸多

新兴研究领域所重视。而且，出于对人类学所研究的所有人群的共同人性以及存在于跨域文化边界的

女性之间的基本共性的坚信，女性人类学的发起者认为可以从对他者文化中的女性的研究中获得与自

身的女性主义关怀相关的经验教训（Ｅｌｌｅｎ Ｌｅｗｉｎ，２００６）。
１９７０年代开始有女性视角的民族志出现，如 １９７２ 年出版的玛丽琳·斯特拉森（Ｍａｒｉｌｙｎ 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ｎ）

的《中间的女人》（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７４ 年，米歇尔·罗萨尔多（Ｍ． Ｚ． Ｒｏｓａｌｄｏ）和路易斯·兰菲尔
（Ｌ． Ｌａｍｐｈｅｒｅ）所主编的《女人、文化和社会》（Ｗｏｍ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出版，书中的作者大多是还
没有得到同行认可并正在为终身教职挣扎的年轻人类学家（Ｐａｍｅｌａ Ｌ． Ｇｅｌｌｅｒ ＆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Ｋ． Ｓｔｏｃｋｅｔｔ，
２００６），但这本集子至今仍被认为是女性人类学的里程碑，是女性人类学的一个较早的集体出场。蕾
娜·Ｒ．雷特（Ｒａｙｎａ Ｒｅｉｔｅｒ）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迈向女性人类学》（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正式提
出“女性人类学”（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的概念。新出现的女性人类学批判人类学理论和实践中的男
性中心倾向，并试图以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呈现和分析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

如今，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结合相对于四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分支学科名称已经从女性

人类学（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变为女性主义人类学（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而研究的焦点已经从最
初对女性的关注转化为对性别关系的研究，关注的主题包括差异、能动性和权力等（Ｐａｍｅｌａ Ｌ． Ｇｅｌｌｅｒ ＆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Ｋ． Ｓｔｏｃｋｅｔｔ，２００６）。性别不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一个切入点，不只是对性别差异的文化建构
的质疑，还研究性别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意识形态、经济体系以及政治结构的构建当中的角色（Ｍｏｏｒｅ，
１９８８）。

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结合与人类学学科自我反思的进程是同步的，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

主义等思潮共同推动了人类学对自身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民族志书写等方面的反思。正如爱德华·萨

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在西方的知识构建中，女性和非西方同样处在从属地位，并被联系在一起，确

立西方的自我认同需要建构“他者”的想象，在其中作为地域的东方和作为性别的女性都成为被建构的

他者，并且并置在一起，东方被认为是丑陋的、奇异的、怪诞的、野蛮的和女性化的（１９９９）。因此在人类
学反思当中，女性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视角。很多学者认为女性主义加入人类学不仅仅从经验层面将女

性添加为研究对象，女性主义人类学共享了人类学的大部分目标，也回应了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足

和缺失。因而女性主义人类学既反映了学科内发生的理论和概念修正，也确实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

倡议，包括对人类学中一些基本概念和架构的挑战，比如对文化概念的反思（Ｍｏｏｒｅ，１９８８；Ｆｏ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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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当然这种修正是相互的，人类学丰富的跨文化经验研究对女性主义主流观念也形成了挑战，比
如女性“同一性”的解构，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更多是基于对差异性的承认（Ｍｏｏｒｅ，
１９８８）。

因此，对女性主义人类学中所呈现的两个学科或领域的互构关系的理解将有助于理解人类学和女

性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在人类学的实践中，女性和非西方社会都从空间和时间上被建构为男

性中心的西方现代社会的他者，而时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而且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南希·芒恩

（Ｎａｎｃｙ Ｍｕｎｎ）所言，时间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类学的概念和维度联系在一起（Ｍｕｎｎ，１９９２），包括女性
主义。因此以下将主要以时间的人类学研究为中心来呈现和理解两个学科和领域的互构关系。

二　 人类学经典表述中的时间

在列斐伏尔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之前，时间是西方社会科学中优先考虑的一个维度。

时间在现代性建构中是一个关键范畴，特别是时间世俗化和标准化。时间世俗化到十九世纪达到质的

改变，新的时间观的出现并非自然而然，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这与十八世纪的全球贸易、钟表出

口、连续出版的报纸以及小说有关，让人们能够想象与其他人的共时性，形成均质化的不断前进的时间

观（安德森，２００３），这当然也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扩张进程相关。时间世俗化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
时间的空间化，时间被视为万物的内在属性，世界各部分的关系都可以理解为时间性关系，因此，这种观

念成为进化论的支撑（赵旭东，２００１）。
在人类学肇始之初，时间就成为一个重要主题。进化论人类学将不同文化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差异

转化为时间序列，除了进化论之外，其背后还有着当时世界殖民秩序的影响，时间被理解为一个单数概

念。“女人、有色人种和其他被剥夺公民权的群体被描绘成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就好像他们从没有

作为社会主体和人类能动者存在过。他者只在当下的语境中被承认，并被归入一个熟悉的进化历史”

（Ｆｅｌｓｋｉ，２０００：３）。通过不断生产关于这些出于从属地位的群体的新知识，否定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共
时性而形成对后者的文化管制，并为殖民秩序和社会管理提供合法性支持，托尼·贝内特（Ｔｏｎｙ
Ｂｅｎｎｅｔｔ）称之为“现代文化事实的发明”（贝内特，２００６）。

在现代人类学中，与文化相对主义同步，时间也从单数概念变成了复数概念，时间制度被视为一个

地方或者社群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社群有着不同的文化，时间观自然也是不同的。进化论的线性时间与

文化阶序看似被抛弃，但还是以其他方式存在着，那些被研究的异域社会仿佛处在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

的时空之中。

现代人类学中时间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社会决定论和时间计算。前者将时间的划分与特定的超

越个体的社会结构连接在一起，后者从经验层面认为他者使用着与西方人不一样的“钟表”，时间与天

文、自然现象以及生计等联系在一起。两种路径中时间都与外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正是时间空间化的

表现。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吉尔认为涂尔干开启了一条修正的康德主义的社会决定论路径（Ｇｅｌｌ，
１９９２）。康德认为包括时间在内的先验范畴构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框架，没有这些范畴客观世界就不能
够被感知和思索（康德，１９６０）。这些范畴通常被认为是哲学家处理的问题。但涂尔干认为宗教现象的
研究可以为阐释包括时间在内的那些主宰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观念，也就是范畴，提供新的路径。康德

的先验在涂尔干那里变成了一种社会决定论的新路径。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前言中用一个段落讲明了他对于时间范畴的阐释：“……我们只

能在区分不同时刻的条件下去设想事件。……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按照确定与固定的方位的关联

而确定其位置。不仅我的事件是这样排列的，而且拥有同一文化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客观思考它，仅此

一点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样的排列应该是集体的。而实际上的观察也证实：所有的事物按时间排列所必

不可少的基准点都来自社会生活。……一种历法表示集体生活的节奏，同时也具有保证它的规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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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涂尔干，１９９９：１１）他认为从对原始宗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时间范畴来源于并属于作为社会事
实的宗教，它来源于社会，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循环作用，社会决定时间，同时时间也支配社会，保证它的

规律性。

不过吉尔和南希·芒恩都认为，涂尔干错误地把作为社会事实的时间的集体表征与康德式的超越

的先验的时间范畴混同在一起，将人类学的分析推进到形而上学的层面，试图取得哲学家所感兴趣的真

理，为人类学开启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在涂尔干之后的人类学者很多也都延续了这一错误，试图在哲

学之外构建获取真理的路径（Ｇｅｌｌ，１９９２；Ｍｕｎｎ，１９９２）。人类学家沿袭此路径，各自通过对不同社会的
描述和分析去探究时间范畴在不同社会的多样可能性。“涂尔干开启了一道门，通过这道门，各种各样

的恶魔可以挤进来。”（Ｇｅｌｌ，１９９２：１４）
现代人类学的另一位发轫者马林诺夫斯基并没有涂尔干式的宏大的哲学目标，却给时间披上了世

俗的、经验主义的外衣（Ｍｕｎｎ，１９９２）。他主要从功能主义角度关注计时体系在满足实践和情感需求方
面的功能，在他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农历和季节性历法的文章中提出“时间计算”的概念，视其为

协调行动、约定日期、回忆以及测量时间跨度的方式。不过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特罗布里恩德岛

人的计时方式并不取决于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计时方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对日月星的天

文观察，其次是风和天气的周期性变化，第三是当地人实际需求的文化因素，如园艺耕作和其他部落活

动，使用了一个独立的时间计算体系———农历（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１９２７）。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特罗布
里恩德群岛人实际上是使用这一个跟西方完全不同的、非标准化的钟表。

埃文斯 普理查德同时受到了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和涂尔干等的影响，在对努尔人的研究中他将当地

人的时间概念分为两类，一种是“生态时间”，反映的是当地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与马林诺夫斯

基的“时间计算”概念基本一脉相承，生态时间的年度循环周期依照天体、气候以及当地人的生计活动

而划分开来。另一种时间概念是“结构时间”，更接近涂尔干的时间观。结构时间概念处理的是超出年

度周期的长时段时间，与之相关的实际上是社会体系，就是年龄组和亲属制度谱系两个固定的系统内部

和之间的关系。对整个族群来说，结构时间是社会关系的概念化表达，是对人们过去的真实关系的投

射，通过对过去的回顾解释当下的关系，作为协调关系的工具。结构时间不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

两点之间恒定的结构关系，而且结构时间使人们可以轻松地回顾过去，以同样的时间深度来看待神话层

面，因为“世界、人、文化，自从同一个遥远的过去以来就在一起存在了”（埃文斯 普理查德，２００２：１２７）。
埃文斯 普理查德不仅强调社会结构对时间的决定关系，还强调努尔人时间观与西方社会的跨文化差

异，他的这种双重强调成为后来人类学时间研究的范本（Ｇｅｌｌ，１９９２）。
南希·芒恩批评普理查德的静态的结构时间形成了一种人类学式的概要式幻象，将结构时间实际

上看做抽象空间，也造成了生态时间与具体生态空间的脱离，其视角更像是从努尔人的土地上空飞过而

不是身在其中地从努尔人的行动视角出发，人们的具体行动被忽视（Ｍｕｎｎ，１９９２）。这种忽视人的存在
的对时间经验的概要抽象在列维 斯特劳斯那里发挥到了极致。

列维 斯特劳斯用两个类别来概括所有社会中不同的时间概念：“热”社会和“冷”社会（１９８７：２６６）。
在热社会中，时间是累积的，历史时间就像一个巨大的档案，将所有发生的事件都纳入其中，而不丢掉，

这样的社会把它自己的历史性内化了；冷社会则是那些认知图式固定不变的社会，保持理想社会形态不

受到外在变化的影响，或者说变化都在认知图式预料之内，因而也不能称之为变化。历史对于它们来说

是在自己的存在之外。列维 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中用了另外两个词来表示这一区分，

就是“累积的历史”和“静止的历史”（１９９９：３７１）。
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时间观直接影响了利奇，后者为人所知的是关于缅甸高地政治制度的钟

摆理论，而在两篇关于时间的短文中他提出了与钟摆理论类似的时间理论。他提出在现代不可逆转的

线性时间观念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自我重复的交替的时间观念，时间是在两个对立的极点之间的不

断振荡摆动。利奇认为后者的存在与宗教联系在一起，是神圣时间，他重申了涂尔干的社会决定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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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时间观的存在与上帝的观念一样都是必要的，毕竟人是社会性的动物（Ｌｅａｃｈ，１９６１）。
无论是埃文斯 普理查德和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时间观还是利奇的钟摆理论，实际上都是去时间

或者说反时间的，“让历史变得毫无意义”（格尔茨，１９９９：４０９）。他们的时间观其实并非真正关于时间，
而是关于稳定的社会结构。

格尔茨的时间人类学则借鉴了列维 斯特劳斯所反对的现象学路径而达到形而上，也就是他所说的

“科学的文化现象学（１９９９：４１９）”，因此被布洛赫批评为先验的文化相对主义者（Ｂｌｏｃｈ，１９７７）。格尔茨
的时间研究主要集中在《巴厘人的人、时间和行为》中，从格尔茨的论证方法中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更多

受到韦伯和舒茨的影响。格尔茨希望从个人和群体指导和理解自身经历的角度研究文化模式，超越描

述主义的局限。经过仔细阅读之后就会发现，这篇文章主要不是关于时间，而是关于人的概念。格尔茨

认为，巴厘人倾向于像我们对待苹果或者邮差那样对待每一个人，就是说，个人的类型特征比他们作为

人的性情特征更重要，“关键不在于人之为人，而在于它在文化类别集里所具有的适当位置，由于这些

位置是超人类的，所以它们不仅不变，而且也不能变”。所以就人观来说，巴厘的人观是去个人化的，而

就时间而言，是弱化时间感。巴厘的历书也不是为了衡量时间，而是用于“标记和类分时间借以在人类

经验中显现的性质特征”，把时间分界是为了“记述它们和描写它们的特征，为了公式化地表述它们不

同的社会、智力、宗教上的重要意义”，而不是为了计算和累计。在巴厘人那里，历法不是一个时间度量

的图式，而是行动体系的一个部分（格尔茨，１９９９：４２４４８３）。
虽然格尔茨一直想要避免描述主义的局限，但他的研究和观点依然是去人化的，他对巴厘人时间的

观点与埃文斯 普理查德其实相去不远，芒恩称其为埃文斯 普理查德结构主义幻象的另一个版本

（Ｍｕｎｎ，１９９２），其背后是人类学理论传统坚固的影响。从总体上讲，现代人类学一直延续了涂尔干以
来的路径，试图用经验的材料理解超验的范畴，必然以超越个体的社会为优先，并试图通过对一个社会

的研究归纳出普适性的真理。当然还有人类学文化概念的影响，“民俗学化”的文化概念导致人类学研

究中对具体的人的忽视（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１９６８），包括女人。所谓“去人化”或者“去时间化”都是现代人类学
研究范式的必然。

从现代人类学时间研究的不同案例中几乎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就是与西方社会标准的、不断前行的

线性时间观相对，非西方社会是无时间和历史可言的，有的只是无尽的重复。西方和非西方时间观的二元

对立同样被适用于男性与女性。以贴近我们经验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为例，台湾学者陈玉美对兰屿原住民

Ｔａｏ人的时间、工作中的两性意象的研究中就存在这种二元对立，在工作上，男人、鱼、海和聚落与女人、芋、
水田、家屋对照，而在时间上年（岁时祭仪）的社会文化面由男性的工作和活动组成，以男人、聚落、ｐｕｂｌｉｃ
为主题和主旋律，日（每日行事）的社会文化面则由女人的工作和活动组成，以女人、家屋、ｐｒｉｖａｔｅ为主题和
主旋律，彼此对照，并在当地相关仪式中通过转换和倒置的方式不断被强调（陈玉美，１９９９）。

女性与家庭、日常生活和重复的时间之间的联系也为其他研究领域所共享，如列斐伏尔在对日常生

活的研究中就将女性和日常生活以及重复的时间紧紧联系在一起。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是视为前反思

性的时间和行为机械复制或重复的场所，但是它又是一个可能产生新的创造性意义的场所，从中有可能

产生超越其自身的琐碎和平庸的机会，但列斐伏尔又认为女性作为日常生活的主体、受害者、客体和替

代物却又没有这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１９７３）。
在女性与时间的这种联系当中，无论是女性还是时间都被视为一个抽象的范畴，时间与性别差异和

地位不平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与其他人类学分支一起参与人类学反思的重要切

入点。

三　 时间与性别的建构及反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反思中，作为人类学关键范畴的时间也成为反思的对象。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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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研究在现代性的建构以及西方对其他受支配区域和人群的霸权塑造中的作用开始被揭示和反

思。这种霸权不仅是地域上的，也是阶层和性别上的，所针对的不仅包括被认为原始野蛮的异域社会的

他者，还有西方本土的其他被支配阶层和群体，包括女性。莫里斯·布洛赫（Ｍａｕｒｉｃｅ Ｂｌｏｃｈ）认为人类学
揭示了两种时间观，一个是线性的持续的时间观，另一个是静止的循环的时间观，后者通常被与非西方

社会联系起来，但布洛赫认为这是错误比较的结果，是拿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时间观与其他文化

仪式语境中的时间观进行对比，事实上循环重复并非非西方社会的专利（Ｂｌｏｃｈ，１９７７）。
但正是在这种对立的游戏中，野蛮人、乡下人、儿童和妇女被等同，西方的支配地位成为文明的白人

男子的发展的代名词（Ｇｕｐｔａ，１９９２）。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指出女人与其他
被认为低等的群体一样被隐藏在历史之外（２００６）。经由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些群体忽
然被呈现在欧洲社会面前，却是以没有历史和时间性的面目，作为线性时间观所代表的进步和现代的反

面，既有助于欧美社会自我认同的建构，也成为对这些“低等”群体进行管制和殖民的合法理由。

对于人类学在西方和男性霸权中的角色，约翰尼斯·费边做出了更为清晰的说明。在《时间与他

者》（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一书中，费边揭示了人类学家在民族志书写和理论中如何通过时间构建自己的
研究对象———他者，进化论的出现让时间的世俗化达到顶点，也就是时间的空间化。虽然现代人类学自

功能主义人类学开始将自身从进化论中解放出来，但后者的遗产依然以微妙的方式嵌入人类学之中，那

就是民族志书写中对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的否定，虽然民族志书写的材料是人类学家在田

野当中与其研究对象互为主体面对面互动所获得。指引现代人类学否定共时性的理论框架主要是文化

相对主义和结构主义，而在民族志书写中则是通过对民族志当下的定位和第一人称的消除来实现的，象

征分析是这种人类学文化理论的最精致的实现。费边强调要避免对共时性的否定必须通过对实践和生

产的关注来实现（Ｆａｂｉａｎ，１９８３）。
现代时间观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框架也给了女性主义参与人类学反思的合理性。女性主义对现代时

间观的反思基本上是与人类学同步的，法国学者茱莉亚·克里斯提瓦（Ｊｕｌｉａ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提出了女性主义三
个阶段的时间观，第一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妇女参政论者渴求在男性主导的线性时间中获取一个位

置，强调男女都一样；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几乎完全拒绝了线性时间观，注重女性的特质及

其象征的实现；第三阶段则是反对普遍化和标签化，注重个体的实践和时间体验（Ｋｒｉｓｔｅｖａ，１９８１）。
女性主义者认为时间是一个男性中心的霸权框架，因而现代的性别其实是一个时间建构。正如前

述萨义德所揭示的，在西方对他者的塑造中，时间与空间、性别、阶级等等联系在一起，异域和女性或者

其他被支配的阶层被认为拥有同样的特质。与上述研究中不同的非西方社会或群体一样，女性也被认

为归属于家庭空间和重复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时间是无尽的重复或循环，女性的价值也因此被低估。男

性被视为现代、进步的化身，女性则被认为是传统的承载者，甚至是现代化和进步的累赘（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１８）。甚至与女性时间相关的女性身体的现代认知也是建构而来，被认为是女性循环时间例证的例假
周期通常被视为自然的、不受影响的生理过程，但是斯特拉斯曼提出规律的例假其实是资本主义工业生

产的产物（Ｌｅｗｉｎ，Ｅｌｌｅｎ ＆ Ｌｅｎｉ Ｍ．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６）。
不仅是对女性与男性对立的时间观保持质疑态度，与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样，女性主义一开始也

显示出对线性时间观的否定态度。美国学者马克·里夫金（Ｍａｒｋ Ｒｉｆｋｉｎ）警告，费边所倡导的将被殖民
者视为与他们的殖民者同时代的想法强加的是单一的时间性，让土著的历史和组织时间的方式变得次

要和不合法（Ｆｒｅｅｍａｎ，２０１８）。女性主义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顾虑，她们认为女性与男性差异的时间观可
以是女性的堡垒，虽然重复和循环并非女性所独有，但从这种时间观及相关经验可以形成对线性时间观

的反思，进而形成对现代性的后现代批判。但在反对线性时间观的男性霸权的同时，丽塔·费尔斯基也

质疑是否可能将时间的连续体割裂开，单独讨论男性时间或女性时间，西方时间或非西方时间。她借用

恩斯特·布洛赫（Ｅｒｎｓｔ Ｂｌｏｃｈ）的“共时的非共时性”（德语为 ｕｎｇｌｅｉｃｈｚｅｉｔｉｇｅ Ｇｌｅｉｃｈｚｅｉｔｉｇｋｅｉｔ，英语为 ｓｙｎ
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ｎｏｎ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概念来调和时间的差异和同一之间的吊诡。费尔斯基认为虽然布洛赫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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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表述依然很接近进化论框架，但它是最有效地处理时间的文化政治路径。它承认我们同时栖居

在同一个时间和不同的时间中，个体并存于同样的历史时刻，然而通常赋予这一时刻以不同的意义。

女性既不能被概括进传统的周期中，也不能被分离到一个单列的女性时间（Ｆｅｌｓｋｉ，２０００）。越来越多
的女性学者认识到虽然同处在一个时空之内，但是如何经验时间是与每个人的地位有关的。

对差异的时间观的研究导向对个体的实践体验的研究。在这方面芒恩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她提出

“时间化”的概念，将时间视为一个在日常实践中不断被生产的象征过程，人们生活在多维度的社会文

化时间中，时间的这些维度在人、物体和在日常生活当中创造的空间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中存在和被理

解（Ｍｕｎｎ，１９９２）。
与此同时也形成对人类学基本概念和书写方式的反思，里拉·阿布 拉赫德提出正是文化观念作为

人类学塑造他者的工具凝固了人种和性别等概念所包含的差异，并提出“反写文化”（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ｕｌ
ｔｕｒｅ）的概念，认为人类学民族志书写应该注重对话语和实践、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的联系以及特定个
体的经验和生活史的书写（ＡｂｕＬｕｇｈｏｄ，１９９１：１３７１６２）。新的概念和书写方式也必然带来对个体经验
的关注，也有助于女性主义从本质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单一的女性解放走向追求人类的解放。也

许正如费尔斯基所言：“当一个单独性别不再拥有代表历史轨迹的专属权利的时候，看起来所有东西都

唾手可得了”（Ｆｅｌｓｋｉ，２０００）。

结　 　 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的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结合，对两个研究领域都是一种推动。正如

库恩所提出的，范式革命需要现有范式无法解释的现象和问题的积累，从对原有范式的边边角角的修补

到最后修补成本增大到形成对原有范式的信任危机，最终就会带来范式革命（库恩，２００４）。这种范式
转向单靠一个学科内部的自我批评和修正是无法达到的，乔治·马库斯在 １９８０年代初就指出虽然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欧美人类学的自我批评发展出对范式、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批评三个

面向，也确实改变了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思考，但这些来自内部的攻击对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

写都影响不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批评是不协调的，也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有关，这些

批判没能处理实践的层面，更确切地说是没触及人类学家在民族志和理论书写中构建自己对象的方式

（Ｍａｒｃｕｓ，１９８４）。女性主义的加入对于人类学来说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的扩展，还带来新的研究视角
和研究问题，因而必然地对原有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冲击，与人类学学科内外的其他视角一起推

动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转向。同时，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和去中心化的态度不仅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更

多的经验材料，也不断冲击女性主义原有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态度，也推动了女性主义向更为多元

化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　 唐忠毛）
参考文献

阿兰·巴纳德，２００６，《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爱德华·萨义德，２００７，《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埃里克·沃尔夫，２００６，《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埃文斯 普理查德，２００２，《努尔人》，褚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２００３，《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轈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克利福德·格尔茨，１９９９，《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玉美，１９９９，《时间、工作与两性意象：兰屿 Ｔａｏ的时间观》，载于《时间，历史与记忆》，黄应贵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

所，第 １２７—１５６页。
涂尔干，１９９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林宗锦、彭守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康德，１９６０，《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列维 斯特劳斯，１９９９，《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俞宣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５５

王立阳等：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互构



列维 斯特劳斯，１９８７，《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鲁思·本尼迪克特，２０１２，《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玛格丽特·米德，２００６，《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问题研究》，周晓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托马斯·库恩，２００４，《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托尼·贝内特，２００６，《现代文化事实的发明：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批判》，王建香译，《文化研究》第六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２５０—２６６页。

赵旭东，２００１，《人类学的时间与他者建构》，《读书》第 ７期，第 １２７—１３３页。

Ｂｌｏｃｈ，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９７７，“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ａｎ，１２（２）：２７８—２９２．

Ｆａｂｉａｎ，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９８３，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Ｈｏｗ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Ｍａｋｅｓ Ｉ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ｅｌｓｋｉ，Ｒｉｔａ，２０００，Ｄｏｉｎｇ Ｔｉｍｅ：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ｏｘ，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ｅｄｓ．），１９９１，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ｎｔａ Ｆｅ，ＮＭ：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ｓｓ．

Ｆｒｅｅｍａｎ，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２０１８，“Ｑｕｅｅ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Ｔｉｍｅ，Ｋａｒｉｎ Ｓｅｌｌｂｅｒｇ （ｅｄｓ．）， Ｆ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 Ｈｉｌｌ，ＭＩ：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ＳＡ．

Ｇｅｌｌ，Ａｌｆｒｅｄ，１９９２，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ｉｍ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ａｐｓ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ｅｒｇ．

Ｇｅｌｌｅｒ，Ｐａｍｅｌａ Ｌ． ＆ Ｍｉｒａｎｄａ Ｋ． Ｓｔｏｃｋｅｔｔ（ｅｄｓ．），２００６，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Ｇｕｐｔａ，Ａｋｈｉｌ，１９９２，“Ｔｈｅ Ｒｅ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ｉｍｅ ｉｎ ‘Ｅａｓｔ’ａｎｄ ‘Ｗｅ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２２：１８７—２１１．

Ｋｒｉｓｔｅｖａ，Ｊｕｌｉａ，Ａｌｉｃｅ Ｊａｒｄｉｎｅ ＆ Ｈａｒｒｙ Ｂｌａｋｅ，１９８１，“Ｗｏｍｅｎｓ Ｔｉｍｅ”，Ｓｉｇｎｓ，７（１）１：１３—３５．

Ｌｅａｃｈ，Ｅｄｍｕｎｄ，１９６１，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ＵＫ：Ａｔｈｌｏｎｅ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Ｈｅｎｒｉ，１９７３，ｌａ ｓｕｒｖｉｅ ｄｕ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ｅ；ｌａ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 Ｆｒａｎｋ Ｂｒｙａ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ｔｉｔ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Ａｌｌ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ｓｂｙ，１９７６．

Ｌｅｗｉｎ，Ｅｌｌｅｎ（ｅｄ．），２００６，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Ａ Ｒｅａｄｅｒ，Ｍａｌｄｅｎ：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Ｌｅｗｉｎ，Ｅｌｌｅｎ ＆ Ｌｅｎｉ Ｍ．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６，Ｍａｐｐｉｎｇ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ＮＪ：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ｉｌａ ＡｂｕＬｕｇｈｏｄ，１９９１，“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 Ｆｏｘ（ｅｄｓ．），Ｓａｎｔａ Ｆ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ｅｓｓ．

Ｌｕｒｉｅ，Ｎａｎｃｙ Ｏｅｓｔｒｅｉｃｈ，１９９９，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ｇ Ｇｒｏｖｅ，ＩＬ：Ｗａｖｅ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１９２７，“Ｌｕｎａｒ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ｏｂｒｉａｎｄ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５７：２０３—２１．

Ｍａｒｃｕｓ，Ｇｅｏｒｇｅ Ｅ．，１９８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Ｈｏｗ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Ｍａｋｅｓ Ｉ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 ｂｙ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Ｆａｂ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ｉｓｔ，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８６（４）：１０２３—１０２５．

Ｍｏｏｒｅ，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ａ Ｌ．，１９８８，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Ｍｕｎｎ，Ｎａｎｃｙ Ｄ．，１９９２，“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ｉｍｅ：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２１：９３—１２３．

Ｒｅｉｔｅｒ，Ｒａｙｎａ Ｒ．，１９７５，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ｓａｌｄｏ，Ｍ． Ｚ． ＆ Ｌ． Ｌａｍｐｈｅｒｅ （ｅｄｓ．），１９７４，Ｗｏｍ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ｉｌｙｎ，１９７２，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ｍａｌｅ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ａ Ｍａｌｅ Ｗｏｒｌｄ，Ｍｏｕｎｔ Ｈａｇｅｎ，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ｍｉｎａｒ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Ｇ． １９８２，Ｒａ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Ｔｅｄｌｏｃｋ，Ｂａｒｂａｒａ，１９９５，“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Ｗｉｖｅｓ：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Ｌａｂｏｒ”，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Ｒ． Ｂｅｈａｒ ＆ Ｄ． Ａ． Ｇｏｒ

ｄｏｎ（ｅｄ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Ｖｉｓｗｅｓｗａｒａｎ，Ｋａｍａｌａ，１９９７，“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２６：５９１—６２１．

６５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ＬＩ Ｑｕａｎｍ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ｕｍｅｒｏｌｏｇｙ （ｓｈｕｓｈｕ）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ｏｌｏｇｙ，ｉ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ｉｎ ａ ｎａｉｖｅ ｄｕ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ｍｉｎｄｂｏ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ａｎｄ ａ ｈｙｐ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ｎｕｍｅｒｏｌｏｇｙ ｐｕｒｓｕ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ｒｕ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ｕｍｅｒｏｌｏｇｙ （ｓｈｕｓｈｕ），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ｔｙ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ａｃ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Ｆａｒ Ｃ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ａｃｈ？ （ｂｙ ＨＥ Ｊ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ｅ ａｎｄ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ｓｓｕ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ｏｕ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ａｃｅ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ｄｉｌ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ｔａｃ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ａｒ 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ｋｎｏｗｉｎｇｈｏｗ ａｒ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ｔａｃ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ｉｎｇｈ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ｙ ＮＡＲＡＮ Ｂｉｌｉｋ ＆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ｉｙ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２０１６，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ｌａｗ，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ｈｏｍｅ ｏｆ ａｌ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ｍｂｒａｃｅｓ 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ａ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ｔｏ ｓｅｅｋ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ｈｏｍｅ ｏｆ ａｌ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ｉｍｅ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ＷＡＮＧ Ｌｉｙａｎｇ ＆ ＧＡＯ Ｂ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ｗｏｍｅｎ，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ｉ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ｅ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ｍｏｖｅ ｆｒｏｍ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ｔｏ ｆｉｅｌ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ｅｍｉｎｉｓｍ，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ｌｌｎｅｓｓ，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Ｗ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ｙ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ｂｏ，ＨＵ Ｍｅｎｇｙｉｎ ＆ ＴＩＡＮ Ｙｕａｎｆ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ｂｏｄｙ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ｗｈｅｒｅａｓ

３７１

英文摘要


